
 

 

乡俗惯性与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
−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经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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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俗惯性的延续往往被认为是农民工适应城市文化与融入城市社会的不利因素，但其

对农民工城市生活体验的影响究竟如何，尚未得到充分的经验证实。文章利用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

据实证分析了乡俗惯性对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纠正了潜在的内生性偏误

后，乡俗惯性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精神健康、社会善意倾向等主观生活质量指标均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从而印证了农民工乡土本色的积极作用。（2）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乡俗惯性的保留能

够使农民工更积极地加入务工地的老乡会，借助于这种跨地域正式社会网络组织的资源支持和风

险分担功能，可以有效提升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3）乡俗惯性对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提升效

应可能会因城市居民的积极接纳态度而变得更为强烈，且这种提升效应存在一定的代际差异。上述

结论说明，充分尊重文化多样性，塑造农民工的传统文化自信，提高农民工的文化适应能力，规范化

发展以乡土文化为依托的农民工城市初级社会网络组织，能够帮助这一群体在记住乡愁的同时更

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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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乡村比在城市更易于观察中国人的生活知识，必须把乡村视为中

国社会的一个基本单位”（亚瑟·史密斯，2005）。传统乡土社会结构以血缘、宗族、土地为情感纽

带，形成了中国人极具特色的地缘认同观念和恋土情节，塑造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社会心理结

构。无论是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还是晏阳初的“中国元气在农村”，对于中国社会乡土本底的

追问似乎是学界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尽管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城乡要素非均衡流动对乡村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但乡土文化

本身的传承并未彻底断裂（文军和吴越菲，2017）。尤其是对亲历“乡−城”迁移和生活空间转换

的农民工而言，依然或多或少地维持着家乡地的风俗习惯，并不断在固有的乡土文化情境中调

整自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那么，农民工的乡俗惯性如何实现与城市文明的融合呢？抑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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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俗惯性的延续将如何影响农民工的城市生活体验？对此，结构主义学派和移民同化理论虽然

提供了不同的解释路径，但都未摆脱将乡土性与现代性对立的基本假设，普遍认为当乡土社会

规则嵌入城市的生产生活空间，往往会因其“异文化”的本质而对农民工形成排斥反应，导致农

民工在语言习俗、生活方式、消费观念等方面陷入被动模仿，逐步形成较为强烈的相对剥夺感甚

至非制度性抗争行为（楚德江，2019）。然而，也有研究指出，移民对家乡习俗观念保持较高的“忠

诚度”，既是一种故土情感的维系，也是一种文化联结的纽带，有助于克服这一群体初入城市的

文化孤独感（Portes 等，1999；Al-Ali 和 Koser，2002）。尤其是将研究对象从跨国移民转换到国内乡

城之间流动的农民工群体时，一方面要考虑既有理论框架对农民工文化适应和社会融入的解释

力，另一方面更要关注中国农民工乡城迁移的制度动因和文化传统。相较于跨国移民群体，中国

农民工在与流入地社会保持互动的同时，亦保留着与流出地乡土社会的频繁联系（张桂金和刘

小敏，2018）。基于地缘、血缘的乡土社会关系以及安土重迁的乡土文化惯性在农民工的城市融

入及生活体验中可能扮演着重要角色。

当前，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高阶段目标，即在于不断改善作为融入主体的农民工的

城市生活体验，这种主观感知因素的变化往往建立在农民工心理层面的观念转变上，而其中文

化的潜移默化作用又是不可忽视的。从理论和实证上厘清传统乡土文化在农民工融入城市及生

活体验变化中的作用及机制，有助于推动市民化政策设计思路从侧重经济层面的资源整合转向

关注心理层面的文化驱动，化解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的文化适应困境。基于此，本文通过构建

乡俗惯性的综合测量指标，以系统评估乡俗惯性对农民工城市生活体验的重要表征−主观生

活质量的影响，并对这一影响过程的可能机制及异质特征展开进一步讨论。本文的边际贡献在

于：一方面，不同于大多数研究所青睐的以单向现代性为导向的市民化范式和社会排斥范式，本

文力图在整合的“乡土−现代”分析框架内，由关注移民文化性身份转换的影响因素过渡到分析

农民工乡城文化冲击所带来的后果，为研究农民工所经历的文化惯性的作用结果及机制提供了

一种可能性视角；另一方面，目前关于农民工文化适应与文化融入的研究主要依赖于定性演绎

的判断或案例分析的归纳，使得相应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及推广意义受到质疑，本文则从实证层

面给出了传统乡土文化影响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经验证据，对理解文化冲突论或文化适应论

对农民工文化融入现象的解释力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后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二部分通过文献评述和理论分析提出了研究假说；第

三部分对检验理论假说所涉及的主要变量、实证方法、数据来源进行介绍和初步分析；第四部分

重点利用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就乡俗惯性对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展开实证检验；第

五部分就这种影响的可能机制、作用条件和异质性展开进一步讨论；第六部分为结论性评述。

二、文献评述与理论分析

乡土性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的底色。20 世纪 40 年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即对乡土社会的文

化特征有着深刻阐释，其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更是指出社会运转的价值标准不能超脱于差序

的人伦而存在（费孝通，1999）。这种乡土文化观格外看重以家为基础的人伦，并强调将家之人伦

规则，通过拟制的家与推己及人方法，“类”“推”至亲属之外更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中，从而形成

社会团结的基础（麻国庆，1999）。因此，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以宗法血缘为主，特别看重土地、家族

和邻里关系的维护，形成了独特的姓氏文化和地缘认同，也塑造了国人安土重迁的社会心理结

构（张桂金和刘小敏，2018）。以故乡家园为归属的精神认同和恋土情结使乡土文化得以不断延

续，并将对个体行为习惯、价值取向等心理认知层面的主观生活体验产生潜在作用（陈斌开和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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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宇，2018；李树等，2020）。当然，受乡土文化影响的个体主观生活体验仍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

念，其在经验研究层面可从主观生活质量框架寻找测量思路。西方学术界对于生活质量的关注，

主要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社会指标”运动，时至今日通常将生活质量划分为主客观两个维

度，客观生活质量侧重反映个体的客观生活条件，主观生活质量侧重表达个体对各种生活条件

的主观感受（徐延辉，2017）。社会学家林南于 1985 年在天津开展的千户居民生活质量调查中，首

次将生活满意度、精神健康、社会反馈行为等主观层面的生活质量指标纳入测量范畴（林南等，

1987）。实际上，诸如健康、就业、收入、消费等客观生活质量的高低优劣更多由个体内在能力所

决定，受外部文化背景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个体对价值观、态度、认同等主观生活质量的认知往

往建立在其与所处的文化环境进行互动反馈的基础上（李强和李凌，2014），这意味着乡土文化因

素对个体主观生活质量将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

随着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长周期、家庭化的流动趋势日渐明显（王子成和赵忠，2013；李勇

辉等，2019），这一群体的乡土文化惯性必将面临现代城市文明的冲击甚至重塑，进而对其主观生

活质量产生潜在影响。对于这一影响过程，文化适应理论中的结构主义学派和移民同化理论给

出了不同的解释框架。其中，结构主义学派秉持绝对文化冲突论的基本立场，认为移民与本地居

民之间可辨别的宗教信仰、文化习俗以及行为习惯上的差异，很可能导致两者在文化价值观念

和社会行为规则上的冲突（Sides 和 Citrin，2007；McDaniel 等，2011），这不仅无益于移民的文化适

应和社会融入，反而会强化移民群体内部的身份认同（Cleveland 等，2009）。同时，与文化冲突相

伴随的还有来自流入地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利上的排斥，使移民被排斥在正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

福利体系之外。这意味着移民的原生文化背景将成为这一群体融入城市社会的关键阻碍，并导

致移民形成直接的相对剥夺感。从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事实来看，一方面，城市价值观念和行

为规则的强势特征会不断消解农民工的乡土观念，使其在客观纽带和主观认同上脱嵌于传统的

乡土中国（朱妍和李煜，2013；李蓉蓉和段萌琦，2019）；另一方面，根植于城市文明的经济政策和

福利制度又无法有效惠及农民工，导致这一群体出现制度脱嵌，形成文化心理认同上的“漂泊无

根”状态（陈云松和张翼，2015；李斌和张贵生，2019）。因此，源自流出地的乡土文化烙印很有可

能对农民工流入地的主观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移民同化理论则立足于绝对文化适应论展开分析，关注移民外来文化的适应过程以及由此

带来的认同、价值观及行为转变。该理论认为移民的流入地认同建构必然经历从接触到竞争再

到适应的过程，而移民的社会阶层、语言文化等结构性约束因素与社会经济地位的结合将直接

影响这一群体同化的速度。移民融入主流社会的强烈动机使其不得不摒弃流出地的族裔特征、

习俗规则乃至文化价值观（Portes 等，1980）。脱胎于移民同化理论的市民化分析范式即被用来解

释中国“乡−城”移民的城市融入过程。一般而言，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主要通过经济整合、社

会适应、文化习得和心理认同四个维度来实现（杨菊华，2015），而文化心理层面的认同又是市民

化的关键阶段（秦立建和陈波，2014）。城市文化系统诸元素对农民工潜移默化的影响，将使这一

群体为适应城市价值观念和行为规则而被动地褪去乡土本色，通过习得更多的城市性和现代性

以融入城市社会（吕效华，2013）。这意味着，如果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中过于保留传统

的乡俗惯性，将延缓其对城市文化的适应进程，不利于这一群体主观生活质量的提升。

从上述两种解释框架不难发现，结构主义学派和移民同化理论的分析前提都是将乡土性和

现代性对立，而近年来兴起的多元文化理念却认为两者可以共存。实际上，结构主义学派过于关

注流入地的文化强势地位以及制度结构对农民工的单向排斥，而忽略了作为融入主体的农民工

的文化适应策略；移民同化理论虽意识到了文化适应的重要性，但往往将农民工的城市文化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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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简单地视为该群体对于传统乡土文化的被动摒弃。尽管两种解释框架的分析路径有别，但不

是要将农民工的乡土性看作其实现文化重塑的阻碍，并认为这种乡俗惯性将对农民工在流入地

的主观生活质量产生不利影响。近年来，在多元文化观和人与环境互动观的影响下，一些研究者

提出了多元文化研究的动态建构主义取向，认为文化适应具有一定的领域特殊性，文化适应的

取向及行为会随生活领域和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当移民群体与流入地文化在不同领域内发

生接触时，并非是在所有领域采取同样的适应策略。例如，在文化适应过程中，个体在工作态度、

经济观念等物质和技术文化领域内表现得较为现实，逐步淡化原有文化理念并与流入地文化背

景相趋同，而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文化传统领域则趋向于保守（Navas 等，2005）。文化框架转

换模型对这种多元文化理念进行了理论解剖，认为个体认知与行为的文化构念具有动态性和情

境性，个体可以发展出与不同文化情景相适应的认知行为反应，在多种文化框架之间灵活选择

和转换（Hong 等，2000）。移民接受新文化并不意味着否认原有文化，文化适应策略的灵活性完

全能够使移民拥有多种文化观念，而且对于不同文化观念的整合和利用反而能够提升移民在流

入地的生存和适应能力，带给其积极的主观生活体验。

基于文化框架转换模型回顾农民工的文化适应与城市融入过程可发现，将农民工原生的乡

土性和习得的现代性看作同一变项的相反两端可能存在理论假设上的局限，现代社会中乡土文

化传统的部分特质依然得以保留，并与城市文明元素实现共存（杨国枢，2004；赵志裕和康萤仪，

2011）。例如，中国人在接受现代化理念的同时也保留了家庭观念、权威观念、差序格局、强关系

依赖等文化传统（李强和李凌，2014）。因此，农民工在进入城市的再社会化过程中尽管习得了现

代性，但并不意味着乡土性就会丢失。农民工所保留的乡俗惯性也并非只会产生消极影响，乡土

性和城市性的双重文化经验对其城市主观生活体验也可能具有积极作用的一面。这主要是由于

乡土本色和现代文明的辩证统一已内化于农民工身体内部，在组织和管理双重文化经验的同

时，其自身的文化调适能力也会相应提高，并孕育出实践性这一实践世界的特殊习性。因此，农

民工并非一定要获得现代性以融入城市（符平，2006），在保留乡俗惯性的基础上，通过发展出与

个体特征和环境相适应的文化适应策略，不仅可以有效避免融入城市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文化冲

突，而且也有助于提升主观生活质量。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心理层面的融入是农民工完全融入城市的重要标志，若从这一长

期融入目标来看，农民工过于保留乡俗惯性可能不利于其最终融入到城市主流文化环境中。因

此，乡俗惯性对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积极影响可能只存在于其初入城市的特定时间阶段。一

般而言，农民工在初入城市时通常还具有较为明显的乡土文化烙印，这为其实现乡俗惯性与城

市文明的整合提供了重要契机，尤其可以使农民工借助城市文化的组织化优势改造传统的家族

网络关系，从而形成更为有效的文化适应策略（李强和李凌，2014）。具体来看，农民工初入城市

务工时虽然仍需依靠家族“强关系”网络，但家族的范围、结构、功能都较传统的乡土社会发生了

变化。此时，根植于乡土文化的传统家族网络吸纳了一系列新鲜元素，从而形成了由血缘、乡缘、

友缘相互交织，以及功能结构具有现代社会性质的新网络，这种网络并非完全处在现代性的对

立面，反而能够用以构建现代化的新传统（Schiller 等，1992；疏仁华，2009）。这种跨地域社会网络

的组织化呈现形态，主要是以乡籍为纽带的老乡会等组织，它们是外乡人在“生人社会”中建立

“熟人关系”的重要载体，属于以个体参与某些团体获得身份归属为基础的正式社会网络，可以

通过非市场化方式克服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中的信息传递瓶颈和资源获取障碍，不仅大大降

低了农民工的乡城迁移风险，而且对这一群体在流入地的主观生活质量提升也将产生积极作用

（杨宜音和张曙光，2012；曹春方和贾凡胜，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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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理论假说：乡俗惯性的延续提高了农民工加入务工地老乡会的积

极性，借助于这种跨地域正式社会网络组织的资源支持和风险分担功能，农民工群体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提升主观生活质量。

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基于文化框架转换模型的解释不能忽视主流文化群体在移民流入地

文化适应中所扮演的角色。移民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及生活体验并不是该群体单向的行动过

程，还包括流入地主流群体的调适和应对过程，如果主流群体认可移民的文化特征，或重视移民

的个体性而淡化其群体属性，则可能形成和谐的群体关系（Barrette 等，2004）。因此，城市居民积

极的接纳态度可能成为乡俗惯性影响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重要调节因素，如果城市社会和本

地居民对农民工的乡俗习惯抱以接纳的态度，抑或是减弱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均可以帮助农

民工更好地实现乡土文化经验与现代城市文明的交融和整合，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文化适应能

力并丰富其实践行动策略，从而使农民工获得更好的城市生活体验，提升这一群体的主观生活

质量。

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理论假说：乡俗惯性的延续对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提升效应可

能会因城市居民的积极接纳态度而变得更为强烈。

此外，在文化框架转换模型的理论假设中，乡土性和现代性被视为两个独立并存的维度，那

么它们在不同农民工个体身上会有一定的强度差异，并在文化适应过程中表现为不同的适应模

式或适应策略。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农民工代际更替的出现，第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离农程度、

成长环境、发展动机都出现了一定分野，导致两代农民工对于乡俗惯性的保留程度和城市文化

的适应态度存在明显差异，这将直接驱动他们在融入城市社会的实践中选择不同的文化适应策

略，并由此带来不同的城市生活体验。因此，尽管目前从理论层面尚无法准确厘清乡俗惯性的延

续究竟会对哪一代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但可以预期的是，其对两代农

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作用可能存在差异。

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三个理论假说：乡俗惯性的延续对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效应可

能会因农民工群体的代际划分而呈现一定的异质性。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变量设置

1. 核心解释变量为乡俗惯性。主要指农民工对于家乡习俗观念的认同和保留程度。问卷包

括被访者对“遵守家乡风俗（婚、丧、嫁、娶风俗）对我来说比较重要”“按照家乡习惯办事对我来

说比较重要”“我的孩子应该学会说家乡话”“保持家乡生活方式（如饮食习惯）对我来说比较重

要”的认同程度等题项，这些题项能够从传统习俗、处事逻辑、方言使用、生活方式等多个视角反

映农民工的乡俗惯性。选项包括“非常不同意=1”“不同意=2”“既不同意也不反对=3”“同意=4”

“非常同意=5”五个等级，分值越高代表被访者的乡俗惯性越强烈。对上述 4 个指标进行探索性

因子分析，KMO 值为 0.739，Bartlett 球形度检验的 P 值小于 0.000，说明适合因子分析。以特征值

大于 1 为标准保留 1 个因子（累积方差解释率达到 62.837%），使用该因子的综合因子得分作为农

民工乡俗惯性的度量指标。

2. 被解释变量为主观生活质量。借鉴林南等（1987）和徐延辉（2017）的做法，本文从生活满

意度、精神健康、社会善意倾向三个方面衡量农民工在务工地的主观生活质量，它们可以较为全

面地反映农民工的城市生活体验，具体如下：

（1）生活满意度。该指标主要反映个体在认知层面对于生活状态的总体评价，契合了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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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偏好和情感表达习惯（孙瑞琛等，2010）。该指标在问卷中被表述为“我对我的生活是满意

的”，题项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共 7 个等级。

（2）精神健康。该指标主要反映个体在情感层面对于生活状态的主观判断，是其心理健康状

况的重要观测指标。该指标在问卷中主要以凯斯勒心理困扰量表（K10）的形式呈现，要求被访者

自述过去 30 天中“紧张”“绝望”“不安或烦躁”“太沮丧以至于什么都不能让自己愉快”“做每一

件事情都很费劲”“无价值”等情绪出现的频率，题项分为“全部时间”“大部分时间”“一部分时

间”“偶尔”“无”5 个等级，将以上项目加总，形成得分在 6−30 分之间的综合指标，分值越高代表

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越好。

（3）社会善意倾向。该指标主要反映个体在行为意愿层面对于社会的善意表达，是其亲社会

行为的重要表征，可以判别个体目前所处的生活环境是否足以激发其社会责任感。该指标集中

表现为个体是否会将时间、金钱与物品捐献给没有利益关系的人或组织，使用问卷中“是否在本

地参加过社会公益活动”这一题项进行度量。

3.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农民工的个体特征、流动及居住特征和所在城市特征变量。其中，个

体特征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教育、月收入水平、所处行业等，这些变量对农民工的主

观生活质量会产生基础性影响。流动及居住特征变量主要包括流动范围、居留时间、居住产权、

居住空间构成、迁移意愿等，这些变量反映了农民工由乡入城的流动特征及其在城市空间内的

居住特征，不仅会对农民工乡俗惯性的保留程度产生潜在作用，也可能直接影响农民工的城市

生活体验。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可能影响个体主观生活质量的城市特征变量。例如，经济增长、

充分就业、物价稳定是地区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因而将 GDP 增长率、失业率、通货膨胀率

（CPI）以及城市规模纳入模型，以此控制政府宏观调控绩效对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潜在影响。

各主要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参见表 1。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生活满意度 被访者对于“目前生活满意”的认同程度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共 7 个等级 4.484 1.457 1 7

精神健康 被访者在过去 30 天中消极情绪项目的加总得分值（6−30 分） 26.619 3.006 6 30

社会善意倾向 是否在本地参加过社会公益活动（是=1，否=0） 0.211 0.408 0 1

乡俗惯性 对家乡习俗观念认同程度各题项的综合因子得分 0.000 1.000 −4.109 2.015

性别 男性=1，女性=0 0.577 0.494 0 1

年龄 年龄（岁） 32.576 8.767 15 60

婚姻 已婚=1，未婚=0 0.733 0.442 0 1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到本科及以上，取值 1−5 2.359 0.840 1 5

月收入对数 被访者在本地平均月收入对数 8.070 0.492 6.215 12.206

流动范围 流动范围为跨省流动（是=1，否=0） 0.533 0.499 0 1

居留时间 流动居住到务工地的时间（年） 4.154 4.399 0 33

居住产权 是否拥有所住房屋产权（是=1，否=0） 0.072 0.258 0 1

居住空间构成 是否与本地居民混合居住（是=1，否=0） 0.495 0.499 0 1

迁移意愿 按当地政策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是=1 ，否=0） 0.459 0.498 0 1

GDP 增长率 所在城市 2013 年的 GDP 增长率（%） 0.097 0.008 0.077 0.105

失业率 所在城市 2013 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 0.024 0.013 0.008 0.047

通货膨胀率 所在城市 2013 年的 CPI 指数增长率（%） 0.019 0.004 0.013 0.026

城市规模 所在城市 2013 年常住人口数对数 6.637 0.618 5.766 7.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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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估计策略

通过构建如下回归方程评估乡俗惯性对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

Li f e_qualityi = β0+β1Rural_customi +β2Wi+β3Cityi+εi （1）

Rural_customi Wi

Cityi β εi Li f e_qualityi

其中，方程右边的 表示农民工的乡俗惯性， 表示农民工个体特征层面的控制变

量， 表示城市特征变量， 为方程待估参数， 为随机扰动项。方程左边的 表示农

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由于本文用以度量主观生活质量的指标包括生活满意度、精神健康、社会

善意倾向三个，因此需要针对具体度量指标的属性选择合适的估计策略。其中，生活满意度指标

属于有序离散变量，适合采用 Ordered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精神健康指标属于非负整数，适合采

用泊松回归进行计量检验；社会善意倾向属于二元离散变量，适合采用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

当然，上述基础回归过程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困扰。一方面，文化惯性在具有普遍性的同

时，对每个个体而言也存在鲜明的程度差异，个体的能力、特质、观感等难以观测的因素可能同

时影响农民工的乡俗惯性程度和主观生活质量，导致遗漏变量偏误；另一方面，农民工对于主观

生活质量评价的好坏也可能直接影响其对乡俗习惯的保留程度，造成反向因果问题。一般而言，

工具变量估计是解决内生性问题的常用手段，这就要求在基础回归方程之前采用工具变量法得

到农民工乡俗惯性变量与工具变量之间的诱导方程：

Rural_customi = α0+αIVZi+α1Wi+α2Cityi+µi （2）

Zi α µi其中， 为工具变量， 为待估参数， 为误差项。由于被解释变量主观生活质量的度量指标包括

有序离散变量、连续变量、二元离散变量等不同类型，意味着不同的回归方程将具有不同响应类

型的因变量，这里引入能够拟合一系列多重方程、多级和条件递归混合过程估计量的条件混合

过程估计法（Conditional Mixed Process，CMP），在统一的 CMP 估计框架内进行工具变量回归

（Roodman，2011），以纠正基础回归过程可能存在的内生偏差。CMP 估计以似不相关回归为基

础，基于极大似然估计法构建递归方程组，从而实现两阶段回归。该方法需同时估计两个方程，

方程一用以评估乡俗惯性对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方程二用以寻找乡俗惯性的工具变量

并检验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借助两个方程误差项的相关系数 atanhrho 值可判断乡俗惯性变量是

否存在内生性，若 atanhrho 值显著异于 0，则 CMP 估计结果要优于基础回归估计结果。此外，为

进行稳健性对比，本文在拓展分析部分也将采用 3SLS 回归、2SLS 回归、IV-Probit 回归等方法进

行工具变量估计。

（三）数据来源

实 证 数 据 主 要 来 源 于 国 家 卫 健 委 流 动 人 口 动 态 监 测 调 查 中 的“社 会 融 合 与 心 理 健 康”

2014 年专题模块，该专题调查问卷在北京、青岛、厦门、嘉兴、深圳、中山、郑州、成都 8 个城市开

展，覆盖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整体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本次调查基于 PPS 抽样技术选取城

市社区内的个体样本，重点就流动人口的家庭信息、就业现状、迁移特征、社会融合状况进行询

问，共计获得 16 000 个样本。结合本文的研究对象，首先筛选出流动原因为务工、经商、随同流动

且目前处于工作状态的样本，然后依据户籍属性筛选出属于“乡−城”流动的农民工样本，最后对

遗漏重要信息变量以及极端值、异常值样本进行剔除后，最终得到 12 580 个观测值。此外，

GDP 增长率、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城市规模等城市特征变量主要摘自各地级市（包括直辖市和

自治州）相应年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乡俗惯性影响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基础回归结果分析

表 2 从生活满意度、精神健康、社会善意倾向三个维度，分别汇报了乡俗惯性影响农民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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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生活质量的基础回归结果。首先，使用 Ordered Probit 回归方法评估乡俗惯性对农民工生活满

意度的影响，并汇报 OLS 回归结果作为稳健性对比。表 2 第 2−3 列的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各层级

特征变量的影响后，乡俗惯性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乡俗惯性的延续有助于提升农

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其次，使用泊松回归方法评估乡俗惯性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的影响，同样汇

报 OLS 回归结果作为稳健性对比。表 2 第 4−5 列的结果显示，乡俗惯性变量在精神健康回归方

程中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其对改善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具有积极作用。最后，使用

Probit 回归方法评估乡俗惯性对农民工社会善意倾向参与概率的影响。表 2 第 6 列的结果显示，

乡俗惯性变量在社会善意倾向方程中的估计系数虽为正，但并不显著。此外，特征变量的估计结

果在各回归方程中均呈现出较好的稳健性，具体不再一一赘述。当然，对于以上核心实证结论的

因果真实性需抱以审慎的态度，因为乡俗惯性在主观生活质量方程中的潜在内生性使得基础回

归结果可能存在偏误，应开展进一步的计量检验。
 

表 2    乡俗惯性影响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基础回归结果

生活满意度 精神健康 社会善意倾向

OProbit OLS 泊松回归 OLS Probit

乡俗惯性 0.056***（0.009） 0.069***（0.013） 0.003**（0.001） 0.073**（0.027） 0.010（0.013）

性别 −0.063***（0.019） −0.089***（0.026） 0.005**（0.002） 0.122**（0.055） −0.086***（0.026）

年龄 0.006***（0.001） 0.009***（0.002） −0.001（0.001） −0.004（0.004） 0.003（0.002）

婚姻 0.042*（0.027） 0.055（0.038） 0.011***（0.003） 0.281***（0.079） −0.224***（0.037）

教育程度 −0.018（0.012） −0.019（0.017） −0.006***（0.001） −0.154***（0.036） 0.140***（0.016）

月收入对数 0.194***（0.023） 0.267***（0.031） 0.001（0.002） 0.039（0.059） 0.078***（0.028）

流动范围 0.007（0.023） 0.011（0.032） −0.005**（0.002） −0.117*（0.065） −0.464***（0.033）

居留时间 0.002（0.002） 0.002（0.003） 0.001***（0.000） 0.022***（0.006） 0.004（0.003）

居住产权 0.221***（0.038） 0.286***（0.053） 0.013***（0.003） 0.357***（0.102） −0.042（0.051）

居住空间构成 0.116***（0.019） 0.171***（0.027） 0.010***（0.002） 0.267***（0.056） 0.090***（0.026）

迁移意愿 0.081***（0.019） 0.112***（0.027） 0.005**（0.002） 0.138**（0.056） 0.137***（0.027）

GDP 增长率 −4.192***（1.480） −5.868***（2.054） −0.976***（0.168） −25.741***（4.428） −7.751***（1.972）

失业率 6.258***（0.978） 8.998***（1.363） 0.677***（0.109） 17.933***（2.916） −5.910***（1.284）

通货膨胀率 −3.525（3.095） −6.768*（4.324） −0.006（0.331） 0.323（8.803） −10.730***（4.309）

城市规模 0.039**（0.017） 0.043*（0.023） −0.009***（0.002） −0.262***（0.049） −0.110***（0.022）

R2/Pseudo R2 0.010 0.032 0.002 0.024 0.039

观测值 12 580 12 580 12 580 12 580 12 580

　　注：*、**和***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10%、5% 和 1% 的统计水平检验；括号内汇报稳健标准误。
 
 

（二）考虑内生性偏误的条件混合过程估计（CMP）结果

为进一步控制乡俗惯性在主观生活质量方程中的潜在内生性，使用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法

（CMP）进行两阶段回归。该估计过程的实现首先需为乡俗惯性变量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一般

而言，以宗法血缘为内核的乡土文化传统在不同地区的保存情况存在明显差异（张川川和马光

荣，2017；潘越等，2019），来自宗族、家族文化浓厚地区的农民工自然也将保留更为明显的乡风民

俗习惯，但农民工流出地地区层面的乡土文化传统的保存情况并不会直接影响这一群体在流入

地的生活体验。基于这一思路，本文选取农民工家乡所在地区的中国传统村落的分布密度来度

量地区层面的乡土文化传统的浓厚程度。传统村落主要指历史悠久、遗存雄厚和文化典型的村

落，是以村落民居建筑和村落民风民俗为主的乡村人文景观，较为完整地保存了某一段历史时

期的建筑、环境风貌。它不仅是一种生活、生产中的遗产，同时又饱含着乡土文化传统的生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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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承载着世代居民的乡愁（李江苏等，2020）。2012 年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等部

门组织开展了全国第一次传统村落摸底调查，将第一批共 646 个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村落列入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此后于 2013 年、2014 年、2016 年、2019 年相继公布了第 2−5 批名录。考虑到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调查时间为 2014 年，故选取各地区前 3 批中国传统村落入选数量作为工具变

量的构造基础，具体的传统村落密度指标为各地区每万平方千米分布的传统村落数量（个/万平

方千米）。从表 3 各方程 CMP 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传统村落密度指标对乡俗惯性的

影响在 1% 统计水平上均显著为正，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条件。①CMP 方法的内生性检验参数

atanhrho_12 值都至少通过了 10% 统计水平的显著检验，拒绝了乡俗惯性是外生变量的原假设，

采用 CMP 估计所得的结果要优于前述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CMP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在

纠正了可能存在的内生偏误后，乡俗惯性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精神健康和社会善意倾向均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而进一步印证了乡俗惯性的积极作用，即可以明显提升农民工的主观

生活质量。②

 
表 3    乡俗惯性影响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 CMP 估计结果

乡俗惯性 生活满意度 精神健康 社会善意倾向

CMP_Cont CMP_Oprobit CMP_Cont CMP_Probit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乡俗惯性 0.392***（0.158） 0.823**（0.369） 0.746***（0.106）

传统村落密度 0.012***（0.002）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流动及居住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tanhrho_12 值 −0.332**（0.158） −0.238**（0.112） −0.726***（0.104）

　　注：*、**和***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10%、5% 和 1% 的统计水平检验；括号内汇报稳健标准误。
 
 

五、进一步的讨论

（一）可能机制−乡土关系在城市空间中的社会网络组织化再造

上述实证结果意味着乡俗惯性的延续对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具有积极影响，那么其内在

的可能作用机制是什么呢？正如理论分析所指出的，基于乡俗惯性的一致认同，可使农民工将乡

土原始的非正式关系网络转换为老乡会等兼具乡籍纽带和现代社会性质的正式社会网络，这种

跨地域正式社会网络组织的资源支持和风险分担功能，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群体的主观生活质

李    树、邓    睿：乡俗惯性与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

① 传统村落密度指标作为乡俗惯性的工具变量，不仅应满足相关性条件，还应满足外生性条件，但 CMP 估计结果未直接提供工具变量

有效性检验指标，本文也使用普通工具变量回归法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了证实。以生活满意度方程的 2SLS 回归结果为例，一阶段回归

稳健 F 值为 33.18，超出通常临界值 10；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为 31.636，大于 10% 显著水平临界值（10% maximal IV size：16.38；15%

maximal IV size：8.96），说明不存在明显的弱工具变量问题。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为 30.932，其 P 值为 0.000 0，强烈拒绝不可识别的

原假设。

② 本文在理论分析中指出，乡俗惯性对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积极影响可能只存在于该群体初入城市的特定时间阶段，这意味着仍需进

一步验证农民工乡俗惯性的主观生活质量提升效应是否因该群体在城市居留时间的长短而发生变化。由于在 CMP 估计框架内纳入交互项

进行计量检验存在操作问题，本文主要依托普通工具变量回归方法，将乡俗惯性变量与居留时间变量的交互项纳入各主观生活质量回归方

程，结果发现该交互项的系数尽管在三个方程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估计系数为负。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乡俗惯性的作用限度，即乡

俗惯性对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精神健康、社会善意倾向等主观生活质量的正向影响可能会因农民工居留城市时间的延长而有所消减，也印证

了本文的推断。估计结果不再详细列出，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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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因此，老乡会这一跨地域正式社会网络组织在城市空间中的再造可能是乡俗惯性影响农民

工主观生活质量的作用渠道之一。该部分即对这一可能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具体来看，

需要证实两条作用路径：第一条是乡俗惯性对农民工的老乡会参与行为具有积极作用；第二条

是加入老乡会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

针对第一条路径，即乡俗惯性对农民工的老乡会参与行为的影响，设定如下回归方程：

Fellow_clubi = χ0+χ1Rural_customi +χ2Wi+χ3Cityi+εi （3）

Fellow_clubi其中， 表示农民工的老乡会参与行为（参与=1，未参与=0），由于乡土特质在农民工进

城之前基本已塑造完成，来自流出地的乡俗惯性特征在农民工流入地老乡会参与方程中可能并

不存在明显的内生性，可直接进行 Probit 回归。表 4 首先汇报了乡俗惯性影响农民工的老乡会

参与行为的 Probit 回归结果。从中可以发现，依次控制特征变量和城市特征变量后，乡俗惯性的

系数值显著为正，说明乡俗惯性的保留提高了农民工加入务工地老乡会组织的概率。从边际效

应来看，乡俗惯性变量每上升 1 个标准差，农民工加入老乡会的概率将提高 1.5 个百分点，即第

一条作用路径得以证实。
 

表 4    乡俗惯性对农民工老乡会参与概率的初步检验

系数值 边际效应 系数值 边际效应

乡俗惯性 0.065***（0.014） 0.014***（0.003） 0.066***（0.014） 0.015***（0.003）

个体特征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流动及居住特征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和***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10%、5% 和 1% 的统计水平检验；括号内汇报稳健标准误。
 
 

针对第二条路径，即老乡会参与行为对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构建如下回归方程：

Li f e_qualityi = γ0+γ1Fellow_clubi +γ2Wi+γ3Cityi+εi （4）

与乡俗惯性变量相似，在估计老乡会参与行为对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时可能同样面

临内生性问题。诸如个体的能力、特质、性格偏好等难以观测的因素会同时影响农民工的老乡会

加入决策和主观生活质量，而且主观生活质量更高的农民工也可能更倾向加入老乡会组织以满

足自己的身份宣示需要，此时老乡会参与行为与主观生活质量之间的因果联系不一定是真实

的。借鉴姚洋和钟宁桦（2008）的做法，本文的估计策略是：如果能够找到乡俗惯性的合适工具变

量，而乡俗惯性又与老乡会参与行为相关（即前述方程（3）的估计结果），则可运用上述工具变量

对乡俗惯性进行回归（即前述方程（2）的估计结果），剥离出与主观生活质量不相关的那部分乡俗

惯性变量，再以这部分乡俗惯性变量作为老乡会参与行为的工具变量，来估计其对农民工主观

生活质量的影响，这样就克服了老乡会参与变量与主观生活质量之间的潜在内生性。将方程（2）−
方程（4）构成联立方程组，使用三阶段最小二乘回归估计，即可计量分析乡俗惯性对农民工主观

生活质量影响的可能传导机制。表 5 的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潜在的内生性后，老乡会参与行

为对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精神健康、社会善意倾向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第二条作用路径得

以证实。一般而言，在城市家庭生活或私人交往中表现出乡村的文化习惯和行为特点，既是农民

工老乡情结的体现，也能够帮助农民工从城市同乡群体中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这使得以血缘、

亲缘、地缘为纽带的老乡会等组织有了更为适宜的发育环境，并成为农民工获取社会资本和情

感支持的重要来源，这种在乡土社会中逐步发展出来的新型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民工初入城市就

业生活具有积极意义（李强和李凌，2014）。因此，乡俗惯性的保留能够使农民工更积极地加入务

工地老乡会，这种跨地域正式社会网络组织的资源支持和风险分担功能，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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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生活质量，即本文的研究假说 1 得以证实。这一结果具有两个方面的积极价值，老乡会不仅

能够帮助农民工在改善主观生活质量的同时慢慢融入城市，而且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民工延

续了“乡愁”，保持了乡土本色。
 

表 5    乡俗惯性影响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机制检验：老乡会参与行为

老乡会 生活满意度 老乡会 精神健康 老乡会 社会善意倾向

乡俗惯性 0.015***（0.003） 0.014***（0.003） 0.013***（0.003）

老乡会 4.575***（1.291） 5.207**（2.166） 0.685***（0.217）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流动及居住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和***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10%、5% 和 1% 的统计水平检验；括号内汇报稳健标准误。
 
 

（二）作用条件−城市居民接纳态度变量的交互作用分析

正如理论分析所言，乡俗惯性对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提升效应可能会因城市居民的积极

接纳态度而变得更为强烈。为验证这一假说，本文在工具变量回归的计量框架内，将乡俗惯性变

量与城市居民接纳态度变量的交互项分别纳入主观生活质量的各个回归方程，以检验城市居民

接纳态度在上述影响过程中是否存在一定的交互作用。①其中，城市居民接纳变量采用专题调查

问卷中“我觉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题项进行度量，选项包括“完全不同意”“不同

意”“基本同意”“完全同意”4 个等级。由表 6 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城市居民接纳变量在生活满

意度回归方程、精神健康回归方程、社会善意倾向回归方程中均显著为正，说明当农民工感知到

城市居民对其持以善意的接纳态度时，有助于提升这一群体的主观生活质量。在各个主观生活

质量回归方程中进一步纳入乡俗惯性变量和城市居民接纳变量的交互项后，该交互项的系数值

在生活满意度方程和精神健康方程中为正，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社会善意倾向方程中

则显著为正。上述结果意味着乡俗惯性对农民工社会善意倾向的积极作用会因城市居民接纳程

度的提高而变得强烈，但乡俗惯性对农民工生活满意度和精神健康水平的提升作用则不受城市

居民接纳态度的影响。因为与生活满意度和精神健康相比，社会善意倾向更加体现了农民工与

城市社会以及城市居民的互动与交往，此时城市居民接纳态度的改善，将加速农民工乡俗惯性

与城市文明的融合和适应过程，并使这一群体在亲社会行为等方面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
 

表 6    乡俗惯性影响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作用条件检验：城市居民接纳态度

乡俗惯性 生活满意度 精神健康 社会善意倾向

一阶段估计 2SLS 2SLS IV Probit

乡俗惯性 0.573**（0.263） 0.695*（0.376） 0.301***（0.095）

城市居民接纳 0.265***（0.048） 0.476***（0.096） 0.069***（0.016）

乡俗惯性×城市居民接纳 0.023（0.348） 0.650（0.692） 0.286**（0.119）

传统村落密度 0.013***（0.002）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流动及居住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和***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10%、5% 和 1% 的统计水平检验；括号内汇报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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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在 CMP 估计框架内纳入交互项进行计量检验存在操作问题，本部分同样根据不同主观生活质量指标的变量特征，采用 2SLS、IV

Probit 等工具变量回归方法对交互项的调节效应进行计量检验。此外，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过程同上，不再赘述。

•  119  •



（三）异质性检验−基于农民工代际划分的讨论

乡俗惯性对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还会因农民工的代际划分而呈现出一定的异质

性。本部分进一步区分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样本，借助 CMP 方法计量分析乡俗惯性影

响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群内差异。由表 7 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乡俗惯性对新生代农民工生

活满意度和精神健康的影响明显强于第一代农民工；尽管乡俗惯性对第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的

社会善意倾向均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但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相对更为强烈。总体来看，乡俗

惯性的保留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提升作用较之老一代农民工而言更为明显。因为第

一代农民工出生在农村，对城市文化更易采取隔离的适应策略，其往往并不热衷于融入城市社

会，反而会有比较稳定的回乡预期，此时乡俗惯性并未对这一群体的文化重塑和文化融入产生

实质作用，可能也较难影响第一代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而新生代农民工虽大都出生在农村，

但其务农经历明显较少，教育水平则普遍高于第一代农民工（李培林和田丰，2012），对于城市文

化更可能采取整合的适应策略，此时乡俗惯性与城市文化的融合有助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文

化适应能力，也可以帮助其实现乡土关系网络在城市空间中的社会网络组织化再造，对其主观

生活质量的提升将起到更为明显的作用。
 

表 7    乡俗惯性影响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代际异质性分析

生活满意度 精神健康 社会善意倾向

第一代 新生代 第一代 新生代 第一代 新生代

乡俗惯性
0.167

（0.336）

0.497***

（0.164）

0.734
（0.625）

0.877*

（0.467）

0.725***

（0.234）

0.745***

（0.118）

atanhrho_12 值
−0.102
（0.324）

−0.446**

（0.167）

−0.198
（0.193）

−0.264**

（0.139）

−0.688***

（0.226）

−0.731***

（0.119）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流动及居住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4 866 7 714 4 866 7 714 4 866 7 714

　　注：*、**和***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10%、5% 和 1% 的统计水平检验；括号内汇报稳健标准误。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农民工的乡俗惯性反映了这一群体在由乡入城流动中所保留的乡土本色，其与城市文明的

交融与碰撞将直接影响农民工的城市生活体验。本文选取生活满意度、精神健康、社会善意倾向

三个观测维度，从理论和实证层面系统评估了乡俗惯性对农民工城市生活体验的重要表征−

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在纠正了潜在的内生偏误后，乡俗惯性对农民工

的生活满意度、精神健康和社会善意倾向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而印证了乡俗惯性的积极

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乡俗惯性的延续能够使农民工更积极地加入务工地老乡会，借助于这种跨

地域正式社会网络组织的资源支持和风险分担功能，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可以得到有效提

升。进一步的拓展性分析显示，乡俗惯性积极作用的发挥有一定的条件和限度，其对农民工社会

善意倾向这类主观生活质量的积极作用会因城市居民接纳程度的提高而变得强烈，但对农民工

各类主观生活质量的正向影响也可能因农民工居留城市时间的延长而有所消减。此外，乡俗惯

性的保留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提升作用较之老一代农民工而言更为明显。

在结构主义学派和移民同化理论的分析范式下，乡俗惯性的延续往往被认为是农民工实现

城市文化重塑和文化适应的阻碍，并可能对其城市生活体验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然而，本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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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研究证实，乡土性与现代性并非不可调和，农民工乡土本色的保留与城市文明的融入也不

是非此即彼的竞争性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基于传统乡俗惯性的文化认同在农民工初入城市时

恰恰是其建构新型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通过老乡会这一中介组织不仅能够帮助农民工在改善

主观生活质量的同时慢慢融入城市，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农民工延续“乡愁”。本文的研究

结论也是对党中央新型城镇化建设思路的积极呼应，新型城镇化既要融入现代文明元素，又要

保护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为重要的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而要真正实现农民

工这一城镇化主力军的城市融入，就不能忽视传统乡土文化在引领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提升中

的积极作用。对此，首先要塑造农民工的传统文化自信，这不仅有赖于农民工自身的观念转变，

更需要流入地政府营造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氛围，充分尊重文化差异和文化多样性，可通过设

立城市“农民工日”主题活动、依托网络自媒体制作推送“农民工家乡风味”专题节目等方式以

畅通城乡文化交流渠道，使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同时依然能够保留和发扬传统乡土文化中的积

极因素。其次，要提高农民工的文化适应能力，借助流入地志愿服务组织的社工介入和心理疏

导，帮助农民工充分挖掘乡土性和现代性双重文化经验的积极作用，使这一群体发展出更为有

效的文化适应策略。最后，还要规范化发展以乡缘、地缘等为依托的农民工城市初级社会网络组

织，引导这类组织发挥自身在提供就业信息、互助渠道、社会资源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帮助农民

工化解在初入城市时的信息搜寻瓶颈和资源获取障碍，使这一群体在记住“乡愁”的同时能够不

断改善自身的主观生活质量，强化自身融入城市社会的信心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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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Customs and Subjective Life Quality of Migrant
Workers: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Dynamic Monitoring

Data of Floating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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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high-stage goal of new urbanization is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urban life experi-
ence of migrant workers as the main body of integration. This change in subjective perception factors is often
based on the mental changes of migrant workers，and the subtle role of culture is also not to be ignored. The
continuation of rural customs is often regarded as an unfavorable factor in the urban cultural adaptation of mi-
grant workers，but its impact on the urban life experience of migrant workers has not yet been fully confirmed
by experience.

By constructing a comprehensive measurement index of rural customs，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evalu-
ates the impact of rural customs on the subjective life quality，which is an important characterization of mi-
grant workers’ urban life experience，from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level with the help of dynamic monitor-
ing data of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After correcting the potential endogenous er-
rors，rural custom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subjective life quality indicators such as life satis-
faction，mental health，and social goodwill of migrant workers，which confirms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 native
nature. The mechanism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tention of rural customs can make migrant workers more
actively join the fellow villager associations at work sites. With the help of the resource support and risk-shar-
ing function of cross-regional formal social network，the subjective life quality of migrant workers can be ef-
fectively improved. In addition，the promotion effect of rural customs on the subjective life quality of migrant
workers will show a certain degree of heterogeneity due to the positive acceptance attitude of urban residents，
and there are certain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is promotion effect. The policy implication of this article is
to fully respect cultural diversity，shape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of migrant workers，improve
the cultural adaptability of migrant workers，and standardize th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ocial network organ-
izations for migrant workers in cities based on rural culture，which can help this group to better integrate into
the urban society while retaining homesickness.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is article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On the one hand，this
article strives to transition from focusing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ultural identity conversion of im-
migrants to analyzing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rural-urban cultural impact of migrant workers within the integ-
rated rural-modern analysis framework. It provides a possible perspective for studying the effect and mechan-
ism of cultural inertia experienced by migrant workers. On the other hand，this article gives empirical evid-
ence that traditional rural culture affects the subjective life quality of migrant workers，which has a certain ref-
erence valu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conflict theory or the cultural adaptation theory to explain the phe-
nomenon of migrant workers’ cultural integration.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rural customs； subjective life quality； soci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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